
古人将以《说文》学为代表的文
字、训诂之学归入“小学”，视为研读经
史、阐发义理的基础学问。但《说文》研
究又是一项难度极大、需要付出艰辛
努力的“专门之学”，甚至有“古之所谓
小学，老大犹莫究其业”的说法。清代
学者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安贫乐道、
焚膏继晷，以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态度
读书治学，这种视学术为生命的治学
精神和求实态度，值得今人倍加珍惜。

甘于寒素，安贫乐道。翻开清代的
《说文》学史，可以看到，不少学者是在极
为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研究的。段玉裁晚
年右腿残疾、疾病缠身，但仍坚持注释
《说文》，曾对友人说“贱体春病如故，栗
栗危惧‘说文注’恐难成矣，精力衰甚，既
成而死，则幸矣”。书成后，则曰“吾以春
蚕一般，茧既成，惟待毙焉”。钮树玉早年
以贩布为生，“舟船车骡之间，必载经史
自随，归则寂坐一室，著书终日”，稍有赢
利，即以购书，“恒夜篝灯，从帐中读，久
之帐尽黑”。所著《段氏说文注订》六卷，
纠正段注之失，多有依据。

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清代学者为
《说文》研究投入了极大热情，举凡具
有代表性的著作，无不耗费很长时间
完成。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用三十
年时间，其间曾任四川富顺、南溪等
知县，时正值清廷征讨大小金川，“储
偫輓输，无敢稍懈”，然“每处分公事
毕，漏下三鼓，辄篝镫改竄是书以为
常”。桂馥“自诸生以至通籍四十余年
间，日取许氏《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
证”，又“绘许祭酒以下至二徐、张有
吾、邱衍之属，为《说文统系图》”，“精
力萃于是矣”。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说解汉字
的专门著作，《说文》在中国文化史上
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清代学者以极
大的热情投入《说文》研究，不仅丰富
了对该书的研究，更在此基础上，将中
国传统学术推向高峰，其中所反映出
的实事求是、言必有据的治学态度和
求实精神，是值得珍惜和继承的宝贵
遗产。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历史文化研
究所；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
“晚清湖湘《说文》学研究”（项目编
号：20YBA1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视学术为生命的治学精神
今年正值“一二·一”运动 80周

年，回顾那段抗争的历史，心生无限的
崇敬。这是一九四五年秋，“一二·一”
四烈士之一的于再写给家人的最后一
封信：“九月七日的信昨天晚上五姑母
拿给我，当然我是高兴地不得了，尤其
我有一对双胞胎外甥的消息，更加使
我兴奋，我真想早点回来看看家中的
一切，看看祖母、父亲、叔叔、姑母以及
新有的一些弟弟妹妹们，我想如果滇
越路一通则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回家
了。”然而，他再也没能踏上归途。

时间倒流到一九三七年，全面抗
战爆发时，于再还是杭州之江大学附
中的学生。这个家境优越的青年本可
安然避祸，却悄悄卖掉心爱的英国兰
令牌自行车，瞒着父母，与同学们踏上
了奔赴大后方的征程。从武汉到重庆，
他做过旅行社练习生、当过轮船售票
员，在战乱中艰难谋生，却始终不忘

“为抗战出力”的初心。于再通过向身
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姑母求助，最终辗
转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迅速
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参加

过武汉保卫战，组织过为煤矿工人争
取权益，在乡村建设育才院开展进步
活动，甚至化名“于培师”随中国远征
军赴印度作战。无论身在何处，他都谨
守共产党员“活着干革命”的信念。

抗战胜利归国后，于再来到昆明
南菁学校任教。归乡探望亲人终于近
在眼前——他已经八年没有见过家
人了。得知妹妹生了一对双胞胎，他
兴奋地立即回信，憧憬着滇越铁路通
车后就能回家团聚。但一九四五年十
二月一日，当国民党暴徒向国立西南
联合大学新校舍投掷手榴弹时，这位
二十五岁的青年教师毫不犹豫地冲
上前去制止。手榴弹炸伤了他的头
部，最终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或许在那一刻，他忘记了归乡的
渴望，只记得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要
保护学生，捍卫正义。宋庆龄为他题词

“为民前驱”——这四个字，正是对他
热血生命最精准的注解。他用生命践
行了“死为党献身”的誓言，让青春永
远定格在为民抗争的瞬间。

（作者系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

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弥勒市朋普镇息宰村，其村名承载着

“止息争战”的和平期盼。这里是数学家
熊庆来先生的故乡，也因此广为人知。
在历史上，该村更是一处重要的“受降
城”，关联着明末的一桩重大历史事件。
由此事件衍生出的三首著名诗篇，生动
见证了云南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历史进程。

明末崇祯年间，在云南临安府地
区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土司叛乱——

“普名声之乱”。此次叛乱被称为“晚明
一大事”。普名声是阿迷州（今开远市）
土知州，其妻万氏乃江右（今江西省）
寄籍女。普名声利用明末云南征调土司
兵出征贵州和后金的时机逐渐发迹，势
力不断坐大。其目睹明末中央势力式
微，军队已不堪战阵，抓住云南各级官
吏腐败不堪的机会发动叛乱。叛乱初期
其攻城略地，滇南大片城池被其攻破，
直接兵逼临安府府城（今建水县），甚至
有进围昆明之虞。面对普名声的咄咄进
逼，明朝廷令川贵总督朱燮元领贵州、
四川军马进驻云南，同时，调四川石柱
土司秦良玉军一同协助剿普。面对朱燮
元和四川秦良玉土司军队的大兵压境，
加之普名声属下何天衢反正攻其巢穴阿
迷州。普名声担心大兵压境，自己的基业
将毁于一旦，因此有求抚之意。朝廷也

“司帑告匮”“兵饷不敷”，所以也想“以抚
了局”。由此，云南巡按姜思睿等遣广西
府知府张继孟，匹马入息宰，于皈依寺
招抚普名声，“才使积年巨寇始尽”。

姜思睿、张继孟等人因招抚普名声
与万氏之功劳赋诗以言志，刻石以记
事。至今所传，如姜思睿在招抚万氏后，
于临安城西筑抚蛮台。雍正《建水州志》
卷12《艺文》有《抚蛮台》（为万氏作）诗，
云：“平生耻读和戎议，今日㽛町见百蛮。
泸水滩头谈旧事，南人不反乞生还。”在
姜思睿看来，以堂堂华夏威严，汉室礼
仪，屈尊“和戎”，这是一个大明封疆大吏
所不耻之事，这是对儒家文明礼仪的玷

污。但当大明王朝摇摇欲坠之际，看到
“㽛町”地区“百蛮”叛乱使得西南一片狼
藉之后，姜思睿对诸葛武侯南征时听取
马谡提出的“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
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后能
够抚定南中，一举成就三国鼎立局势的
做法大为赞赏。姜思睿认为自己招抚万
氏，和诸葛武侯当年的抚定南中可一较
高下，表明其为维护大明王朝的领土完
整所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贡献，并沾沾
自喜。其后，姜思睿回师昆明途经今江川
区海门桥时，看到抚仙湖与星云湖交界
地区著名景点“界鱼石”时，因盛传界鱼
石“石怪鱼惊”，使得抚仙湖盛产的抗浪
鱼和星云湖独多的大头鱼，两湖相交，鱼
以石为界，有两湖之鱼“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的奇迹，由此触景生情，
写下了“星云日向抚仙流，独禁鱼虾不共
游。岂是长江限天堑，居然尺水割鸿沟。
燎原已扑殃池焰，解网应消在沼忧。分付
鲛人传鲤信，河清从此得相投”的著名的
《题界鱼石》诗，今天在界鱼石旁仍立有
镌有此诗的碑刻。

诗的前四句被当地人视为理解“鱼
不往来”这一自然现象的圭臬。但事实
上，姜诗所表述则有更强的政治意图，后
四句则笔锋一转，论述“燎原已扑”“解网
应消”“河清相投”，来说明殃及池鱼的燎
原烈焰已经扑灭，河里捕鱼的渔网业已
收起，让渔夫传话给两湖鱼族，河里所有
阻碍它们往来的障碍业已清除，包括怪
石嶙峋的界鱼石已经不起作用，两河之
鱼可以自由往来了。在姜思睿看来，“界
鱼石”的现象是一种区分“汉”与“非汉”
两种文明的界限，也是一种抗拒统一，偏
安一方的地方割据自雄现象，但在中央
王朝看来，任何关山险阻的自然环境、
纷繁复杂的民族状况，都不能抗拒统
一，各民族之间可以相互交往交流交
融。这是一种打破地域与族群的隔阂，
将云南各族人民的命运与整个中华民
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思想，这也是姜思
睿诗句中蕴含的深厚的政治意蕴。

而乾隆《广西府志》和康熙《弥勒
州志》也记载了张继孟单骑赴息宰河
抚普名声之事，《广西府志》认为招抚
的地点为“皈依寺”，但康熙《弥勒州
志》则记为“归依寺”。为何会出现“皈
依”与“归依”的区别？刘献庭的《广阳
杂记》回答了这一问题。其不但详细记
载了张继孟招抚普名声的经过，而且
还讲述了为何改“皈”为“归”的原因及

“息宰”之蕴意。其记载张继孟匹马入
阿迷，普名声“令兵目阿补，付以降文，
随二使诣府乞降，请于息宰河投见。郡
侯曰：‘息者，止也；宰者，杀也。息宰二
字，有止杀之义，即诗所云遏刘也。’
（张继孟）允其请，达之当事”。普名声
“即传兵目搜采贞珉以纪其事，乞留一
言，继孟援笔题之于壁，见檐扁书皈依
寺，继孟曰：‘汝既归顺于兹，当易去匾
上反字，改曰归依’”，这就是为什么会
出现《广西府志》和《弥勒州志》上“归
依”和“皈依”的不同。而在康熙《弥勒
州志》中有《息宰河抚普名声》，乾隆
《广西府志》有《皈依寺抚普名声》，均
记为：“天南妄自现饞枪，微彗焉能对
大明。一纸不烦诸葛阵，片言何事亚夫
营。昔凭岭柱削熢燧，今借河涛洗甲
马。息宰从兹千载后，今人传是受降
城。”张继孟改“皈”为“归”，其意图就
是去掉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从此百
蛮不再反，归依中原，实现国家一统。其
把招抚地点选在弥勒朋普的“息宰河”
这一地方，也是别具政治意图，“息宰”
一词，说明从此止戈，由此“息宰从兹千
载后，今人传是受降城”，“息宰”也成为
了一个象征少数民族皈依一统的代名
词。所以“息宰河招抚普名声”诗和姜思
睿的“题界鱼石”诗有异曲同工之处。

虽然姜思睿和张继孟对于他们招抚
普名声和万氏的功绩大加宣扬，并勒石以
记其事，表达一种冀图国家一统的美好愿
望。事实上，在明末乱世之际，大明王朝东
征西讨、南征北战，处处受敌，处处挫败，
几乎没有一件战事可以值得大肆宣扬。而

招抚普名声和万氏，可以说是他们在西南
军事行动的一次短暂的成功之举，虽然没
有斩首报捷，但也暂时恢复西南的平静，
维护了国家的一统。这对大明王朝而言，
可以说是乱世中的一次佳音了。

[作者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
政学院）党史教研部副教授；本文系中共
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2025年
重大课题“云南边疆治理的历史进程研
究”（项目编号：2025YNDXXJ51）的阶
段性成果]

2025年 4月 17日，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
第 221届会议上，中国与
斯里兰卡联合申报的郑和
碑铭遗存——《布施锡兰
山佛寺碑（1409年 2月 15
日）》成功列入《世界记忆
名录》，成为中国第 18项
世界记忆遗产。

该碑又称“郑和布施
碑”或“三语碑”，是全球迄
今发现的唯一一块同时刻
有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
文的石碑。它立于明永乐
七年二月初一（1409年 2
月 15日），是郑和第二次
下西洋期间，奉明成祖朱
棣之命在锡兰山（古称狮
子国，今斯里兰卡）一座佛
寺中竖立的诏谕碑。立碑
旨在宣扬国威、改善与当
地关系，并祈求庇护航海
安全。郑和七下西洋期间
曾于海外多处立碑，但唯
有此碑被发现并保存至
今，成为这一历史壮举的
珍贵实物见证。

石碑为灰黑色天然石
材，高 144.5厘米、宽 76.5
厘米、厚12.5厘米。碑额呈
圆拱形，饰以五爪双龙戏
珠浮雕，四周雕有中式花
纹，体现了明代皇家工艺
风格。碑阴光滑无字，碑阳则阴刻三
种文字：中文位于右侧，共 11行 275
字，以正楷直书；泰米尔文位于左
上，横书 24行；波斯文位于左下，横
书 22行。

据学者研究，立碑有其特定的
历史背景。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
首访锡兰时，国王亚烈苦奈儿态度
恶劣并意图加害，郑和被迫撤离。为
避免再次途经时发生冲突，明朝廷
决定采取主动，通过向寺院布施、向
国王颁赐的方式换取和平过境。此
碑制作精良，刻工纹饰优美，属“御
制之碑”，其石材可能取自南京附近
官办采石场，在船队出发前即已刻
制完成，随船运抵锡兰后竖立。

郑和立碑之事在《明实录》中不
见提及，明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锡
兰》中记有郑和布施一事：“锡兰国，
古狼牙须也。前代不通中国。或曰狼
牙须，梁时通焉。本朝永乐七年，中使
郑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国，赉金银、供
器、彩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其寺。赏
赐国主亚烈苦奈儿，诏谕之。”文中虽
未明确提及立碑一事，但可见明人已
知郑和布施之事。清人王韬《漫游随
录》也有记载：在他游历锡兰时，有当
地土人导游，入一小寺，寺中有卧佛，
并说“明永乐年间，太临监郑和曾赍
法器、宝幡，布施寺中……华人来此
者，当以郑和为能副其职，俾国威远
施于域外。嗣后华人亦几绝矣。”王韬
虽未直接提及此碑，但在描述自己游
览当地一座卧佛寺时，突然说到郑和
布施之事，并提到在郑和以后，不断
有华人来此地瞻仰郑和遗迹。这说明
此碑历经数百年，一直未被后人遗
忘，当地人不仅知晓其事，还引导来
访华人参观。清人黄遵宪《人境庐诗
草》中有一首《锡兰岛卧佛》诗亦提及
郑和，足见他出洋至锡兰时，已知郑
和立碑地点就在寺中或该寺附近。

此碑大约在清末流出寺外，不知
所踪，直到 1911年才被重新发现，据
说发现者是一位名叫托马林（H.F.
Tomalin）的英国工程师，发现地点位
于斯里兰卡西南海岸的加勒（Galle）
古城，当时碑面朝下，被用作一处下

水道的盖板。因年代久远并受海水侵
蚀，碑面上的泰米尔文和波斯文已漶
漫不清、缺损严重，难以完整辨认，所
幸中文部分受损较轻，虽显模糊，内
容仍大体可识。石碑发现后引起很大
轰动，对碑文的破译也取得成功。英
国驻北京大使馆翻译埃德蒙·拜克豪
斯（Edmund Backhouse）释读出中文，
印度两位专家释译了泰米尔文和波
斯文。1959年，著名学者向达依据碑
文拓片释出汉文，并撰写《郑和在锡
兰所立碑》一文附录于其校注的《西
洋番国志》中，这是中国最早的释文。
此后中外学者结合郑和下西洋的史
实，对碑文持续进行解读和研究，先
后有多种成果问世。

斯里兰卡独立后，原碑被移至科
伦坡国立博物馆收藏至今，是该馆仅
有的一块中国碑，也是该馆的“镇馆
之宝”，英国伦敦博物馆和中国南京
博物院存有碑文拓片。2014年5月，江
苏省文物局派出3人工作组抵达斯里
兰卡，为耸立在科伦坡国立博物馆中
央的石碑加装玻璃保护罩并首次拓
印碑文，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中
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添加了中文说
明和一幅用毛笔楷体直书的中文碑
文，为全球华人参观该碑提供便利。

《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是海上丝
绸之路历史发展和人文交流的重要
见证，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
石”。这座跨越山海的历史丰碑，见
证了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和中斯
两国友好交往的史实，印证了 15世
纪初中国与南亚、西亚国家之间的
海上贸易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诉
说着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同语言、民
族共存的故事，显示出古代中国宽
广的胸怀和世界性眼光，体现了“和
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的丝路精神，反映出历史上不
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文明互鉴、
和谐共生，在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的
包容性、和平性的同时，更有助于丰
富世界记忆遗产的多样性。

（作者分别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
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省民
族宗教信息中心主任、档案学博士）

于再：青春里的一腔热血
李红英

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

陈子丹李雯

学术史话

清代《说文》研究的学术成就与历史遗产
马延炜

云南文史

息宰河边话团结
付春

东汉学者许慎所编著的

《说文解字》，是我国历史上第

一部说解汉字的专门著作。清

代汉学兴起后，学术研究重视

文字考证、声音训诂，主张“由

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

求义理”，强调“识字为读经之

始”，对《说文解字》的研究遂进

入崭新阶段，形成了一门专门

的“《说文》学”，并涌现出以段

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等为

代表的众多重要学者。清代《说

文》学的兴盛和繁荣，不仅极大

深化了对《说文解字》的研究，

更将中国传统学术推向高峰，

其中视学术为生命的治学精神

和求实追求，是值得我们珍惜

和继承的宝贵遗产。

深化了对《说文解字》的研究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自东
汉成书后，虽历代传抄、校订不绝，但相关
研究始终较为零散。及至清初，随着学术
研究由理学向考据学转向，《说文》受到广
泛重视。乾嘉学者普遍将研读《说文》看作
是读书治学的基础，清代学者王鸣盛曾
云：“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
也。”在这一观念的作用下，清人治《说文》
者甚众，仅较具代表性的著作就有400多
种，主要内容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阐发体例。《说文》原书没有凡例，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其的阅读和理
解。南北朝时期，虽有学者注意到其“隐括
有条例，剖析穷根源”，但并未进行进一步
的研究。清人在研究《说文》时，特别注重
对其体例的归纳和阐发。段玉裁注释《说
文》时，常在一部之末或一字之下，随文论
其体例。如“一”部“元”字下对《说文》凡篆
一字，先训其义，次释其形，次释其音，合
三者以完一篆的著述体例进行了归纳，论
证了“《说文》，形书也”的观点。王筠在段
注基础上，“即许书而释其条例”，撰成《说
文释例》二十卷。全书用1000多条例证，分
40余种条例，全面归纳了《说文解字》的体
例，“明许君之奥旨，补茂堂所未备”。

推进对汉字形音义关系的研究。汉
字由形、音、义三部分组成，三者既各自独
立，又相互关联。通过“六书”（象形、指事、
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说文》系统构建
了汉字的形音义研究框架。清代学者突破
前代研究中或“重形轻音”或“重义轻形”
的局限，主张“形音义互求”，将汉字的形
体、声音、意义视为相互关联的整体，并进
一步提出“因形求义”“因形求声”“因声求
形”“因声求义”“因义求形”“因义求声”的
六种互求方法，不仅极大推动了相关研
究，更纠正了《说文》原书中的一些误释。

开掘新材料。清人认为，“许氏以后，
三代器铭之见者日益多，学者摩挲研究，
可以通六书之条理，为六经之羽翼”，故
在《说文》研究中，十分注重以金石材料
（包括青铜器铭文、石鼓文、陶文、玺印、
货币等）校勘字形、纠正讹误，并补充《说
文》未收录的字。如段玉裁在为《说文》作
注时，就曾利用宋人编辑的《历代钟鼎彝
器款识法帖》，考订《说文》未收录的“䩦”
字。晚清学者吴大澂撰写的《说文古籀
补》，收录金文、陶文、玺印等4700余字。
该书依《说文》部首编排，每字摹写金文
形体，注明出处，为《说文》补充了大量先
秦文字。

将中国传统学术推向高峰

《说文》学在清代的兴盛与繁荣，
与学术研究在明末清初的实学转向密
不可分，本身就是传统学术演进到一
定阶段的产物。而清代学者在研究《说
文》过程中秉承的一系列思想理念和
治学方法，又极大丰富和促进了传统
学术的发展，将其推向高峰。

明确提出由文字以通训诂，由训
诂以明义理的为学路径。清人鉴于明
末王学末流轻视读书，空谈心性的弊
端，强调考文知音在学术研究中的基
础作用，指出“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
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
阶梯也”，明确提出“经之至者道也，所
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
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经过清人，特别是乾嘉学者的不懈努
力，以语言文字学为核心的传统“小
学”摆脱了以往从属于经学的附庸地
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并反过来为
推进和加深经学研究提供了基础。

丰富并深化了传统学术的校勘方
法。作为文献整理的基本方法，校勘在
中国古代起源甚早，并在长期的发展
与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辨别真伪、校订
误谬、确定类例、详究编次等基本主
张。清人校订《说文》，既继承了传统校
勘学的核心理念，又有所创新。段玉裁
注释《说文》，注重不同版本互校、前后
文对校、据义例推校，提出“定底本是
非”与“定立说是非”，认为“必先定其
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
二者不分，轇轕如治丝而棼，如算之淆
其法实而暓乱乃至不可理”。正是经过
清人的努力，传统校勘学不仅在理论
上取得长足进步，更在实践中取得巨
大成果。经清人之手校勘整理后的许
多古代文献，成为善本。

坚持并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治学
态度。“实事求是”出自《汉书》，原指西
汉河间献王刘德整理、编校古籍时“务
得事实，每求真是”的治学态度，清人
治学，注重“实事求是”，强调学术研究
必须以客观证据为依据，反对主观臆
断。反映在《说文》研究中，即强调“无
征不信”。桂馥撰写的《说文解字义
证》，博取群书，每一字下征引的例证，
少则几条，多则几十条，王筠赞其“凡
所称引，皆有次第，取足达许说而止”。
这种平实、严谨、强调言必有据的治学
态度，经过清代学者的发扬光大，成为
被中国学人广泛认同并尊奉至今的重
要原则。

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的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图为新华社记者图为新华社记者伍岳伍岳摄摄

《题界鱼石》诗碑 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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